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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雇型创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方式，是个人实现就业与职业
发展的重要渠道，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福利状况都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家庭中丈夫或妻子从事自雇型创业对双方幸福感的
影响。 研究发现，丈夫进行自雇型创业降低了自身的幸福感，但显著增加了妻子的幸福
感，与之相反的是，妻子进行自雇型创业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但会显著降低丈夫的
幸福感。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男主外、女主内”“妻子收入不应该超过丈夫”的传统社会
规范是导致配偶幸福感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妻子创业使得这种社会规范更容易被违背。
此外，本文还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人们受性别认同规范的影响较
小，妻子创业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不复存在。 本文的研究从创业幸福感的角度表明，
要想激发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创业活力并培育企业家精神，消除非制度性的传统封建观念
影响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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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大量就业岗位流失，为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提振经济活力，国
家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 来自国家发
改委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全国新登记企业 ６０７􀆰 ４ 万户，比上年增长 ９􀆰 ９％ ，日均新登记企业 １􀆰 ６６ 万
户①。 从图 １ 可以发现，新登记企业数量连续五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
２０１７ 年的《意见》②中更是进一步强调，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
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由于创业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创业的
决定因素（阮荣平等，２０１４） ［１］，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既有文献关注的
主要是影响个体创业的某一特定方面，比如个人特质或外部市场环境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并不能深
入解释人们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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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ｃｋ 和 Ｋｏｅｌ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２］认为，理解人们进行创业活动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就微观层面而
言，个体选择的原则在于实现效用最大化，而个体的幸福感正是用效用来衡量的，效用越大，幸福程
度越高（倪鹏飞等，２０１２） ［３］。 此外，即便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增长与政府政策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
高国民福利，而主观幸福感则是衡量国民福利水平的一个理想指标（何立新和潘春阳，２０１１［４］；陈
刚和李树，２０１３［５］）。 事实上，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Ａｒｔｚ（１９９５） ［６］ 很早就指出，整体满意度或幸福感是企业家
成功与否的基本度量。 因此，将创业作为解释变量，基于幸福感的视角考察创业对个体、家庭乃至
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人们的创业动机和评价创业活动所
产生的福利影响。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看，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自雇型创业尤为值得关注。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６ 年会见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代表时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支撑了就业的半壁江
山，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之一，而且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供给；个体工商户
“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是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供应力量”①。 然而，既有文献对自雇型创业的讨
论较少，关于自雇型创业对人们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更是匮乏，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机会。 基于此，
本文拟以家庭为单位，实证考察自雇型创业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 具体地，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回答
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家庭中丈夫或妻子创业是否会对其自身的幸福感产生影响；二是家庭中丈夫创
业对妻子幸福感的影响与妻子创业对丈夫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②；三是如果丈夫创业与妻
子创业对彼此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别，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图 １　 新登记企业数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 全球经济数据库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和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或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国外关于创业与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
基于其制度文化背景，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尚待检验，而国内还鲜有文献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本文则补充和丰富了既有文献，扩展了关于创业的研究；其次，本文以家庭中夫妻双方的自雇型创
业为对象，考察了丈夫创业对妻子幸福感影响与妻子创业对丈夫幸福感影响之间的差异，并就可能
的机制进行了详细验证，这有助于理解个体尤其是女性的创业现状与创业动机；最后，随着国家二
胎政策的放开，女性回归家庭的趋势也将越来越凸显，若要进一步发挥女性企业家精神，消除非制
度性的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也为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创业政策的制定提
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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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ｓｃｄｂ． ｃ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ｐｈ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８６７１６。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男性。 事实
上，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性别差异更加明显（刘鹏程等，２０１３） ［７］ 。 因此，区分男性和女性探讨创业幸福感问题显得十分
必要。 劳动力参与率数据为本文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所得，其中，２０１４ＣＧＳＳ 年的数据目前尚未对外公开。
二、 文献述评
自 １９７４ 年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提出“收入—幸福感悖论”①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表现出对幸福感研究的兴
趣（鲁元平和王韬，２０１０） ［８］。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和 Ｄｅｌｈｅｙ（２０１０） ［９］ 甚至认为，如果把幸福感的高低作为
衡量个体效用的黄金标准，那么关于幸福学的研究将具有革命性的潜力。 在创业方面，国外的研究
较早地将创业活动与幸福感联系了起来，而且主要关注的是自我雇佣型创业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和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８） ［１０］发现，相比于领取工资的受雇者，自我雇佣的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的工
作和生活幸福感，而这主要是因为创业者能享受更感兴趣以及更自由的工作（Ｂｅｎｚ 和 Ｆｒｅｙ，２００８） ［１１］。
不过，关于创业能否带来更高的生活幸福感，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８） ［１２］认为，由于
创业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更少的闲暇和更多的责任等，这可能会导致创业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Ｂｉｎｄｅｒ 和 Ｃｏａｄ（２０１３） ［１３］则发现，自我雇佣对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
遗憾的是，国内的有关文献还比较缺乏，仅有的相关研究中，王海成和郭敏（２０１５） ［１４］考察了就
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２００６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他们发现非正规就业显著降低了劳动
者的主观幸福感，而非正规就业市场上严重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劳动者的幸福感损失更大。 卿石
松和郑加梅（２０１６） ［１５］则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了就业质量对幸福感的
影响，发现工作是人们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高质量就业能有效提升幸福感。
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在考察创业或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时，主要是从总体样本的角度展开分析，
讨论受访者自身所受到的影响，较少关注性别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家庭内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差异，
并忽略了创业活动对受访者周围人带来的外部性。 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参与方式，创业活
动不仅要求创业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需要承受较高的失败风险，据 Ｃａｒｒｅｅ 和 Ｖｅｒｈｅｕｌ
（２０１２） ［１６］统计，创业的失败率在最初的五年里甚至能达到 ６０％。 然而，由于女性需要同时兼顾事业
和家庭，可能使得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女性并不如男性那么充裕。 同时，男企业家也比女企业家
更加敢于承担风险（李兰等，２０１７） ［１７］。 另一方面，受“男主外，女主内”“妻子收入不应该比丈夫高”等
观念的影响，已婚女性往往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选择从事低于自己潜在收入的工作，以防止违
背观念挑战婚姻生活的稳定性（续继和黄娅娜，２０１８）［１８］。 因此，不论是就业还是创业，这种性别上的差
异都可能会导致男性与女性、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幸福感存在差别。 而通过实证分析揭示这种性别差异的
存在性，不仅有利于理解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分工现象，还有利于认知当下的性别不平等现状。
进一步地，如何从机理上深入理解和解释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这种性别差异呢？ 综合上述文
献和既有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社会规范（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与社团章程等）在其中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影响。 不同于正式制度的强制性，社会规范是一种隐形的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 郑馨和周
先波（２０１８） ［１９］认为，作为人们有意识遵从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
们的经济行为。 具体到家庭内部，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时代儒家礼教文化的影响，“男主外，女主
内”“丈夫收入应多于妻子”的性别认同观念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深刻影响着家庭中的劳动
分工和效用水平。 比如，Ｃｈｕａｎｇ 和 Ｌｅｅ（２００３） ［２０］发现，当丈夫对妻子持有工作抱有不满的态度时，
妻子将缺乏从事工作的动力；费涓洪（２００４） ［２１］发现，女性创业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及夫妻关
系，加剧了丈夫对妻子的不满，这对家庭婚姻生活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Ｂｏｏｔｈ 和 Ｏｕｒｓ（２００９） ［２２］ 的
研究则表明，对于已经工作的女性而言，受性别认同的影响，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比从事全职工作
的女性更加幸福；使用自评幸福感作为主观福利的度量，Ｃｈａｎｇ（２０１１） ［２３］ 还发现，性别认同与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当个体的行动符合性别角色时会增加其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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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悖论”，指国家的经济水平持续发展时，国民的幸福感却没有随之持续上升。
三、 数据与变量
１．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ＣＧＳＳ）。 该项目最早始于 ２００３ 年，比较系统
地收集了关于社会、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层次的信息，在创业或者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被众多学
者所采用。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作为初始研究样本①，由于该数据集并非追踪调
查，因而本文得到的是 ４ 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 之所以采用该期间的数据，一是这 ４ 年的数据采用
的是同一种抽样方案，而且时间较新，能够较好地反映当下的经济社会特征；二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在这 ４ 年的调查中具有较好的延续性，能够获取相应的指标，有利于增加样本量。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１）由于本文重点
关注的是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自雇型创业，因而只保留了 ２２ 岁及以上的男性和 ２０ 岁及以上的女
性样本②，并进一步剔除了在读样本以及未婚样本；（２）仅保留当前有工作且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
（３）既有文献在度量性别认同这一社会规范时采用的主要是妻子的相对收入比，而当丈夫和妻子
同时处于创业状态时，很有可能属于夫妻共同创业，从而两者的收入容易混淆或难以有效区分，使
得他们在受访时回答相同的收入，导致妻子的相对收入比在 ０􀆰 ５ 处出现异常。 因此，本文剔除了夫
妻双方都创业的样本；（４）由于处于西藏地区的样本过少，本文也剔除了该部分样本。
２． 关键变量定义
（１）幸福感。 ＣＧＳＳ 问卷中，关于幸福感的问题为：“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回
答的选项从很不幸福到完全幸福共 ５ 个层级（如表 １ 所示）。 本文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定义为
幸福，对应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则定义为不幸福，对应变量取值为 ０，此时被解释变量为受访者幸福
与否的二值变量。 图 ３ 为样本的年度幸福感柱状图，可以发现，总体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比
例都在 ７５％以上，而且女性的幸福感比例在大多数年份里比男性更高。 不过，人们的幸福感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由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中也有关于幸福感与创业的相关信息，
本文还进一步统计了 ２０１５ 年的幸福感比例，此时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幸福感都有了大幅提升。
表 １ 幸福感、创业与性别认同观念的定义
类别 问卷问题 问卷选项 变量定义
幸福感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
的生活是否幸福？
１． 很不幸福；２． 比较不幸福；３． 居于幸福与不
幸福之间；４． 比较幸福；５． 完全幸福
当回答为 ４ 和 ５ 时，定义为幸
福，对应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
创业
下列情形中，哪一种
更符合您目前的工作
状况？
１． 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２． 个体工商
户；３． 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４． 劳务工 ／
劳务派遣人员；５． 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的
受雇者）；６． 在自己家的生意 ／ 企业中帮忙 ／
工作，领工资；７． 在自己家的生意 ／ 企业中帮
忙 ／ 工作，不领工资；８． 自由职业者；９． 其他
当回答为 ２ 时，定义为自雇型
创业，对应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
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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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ＣＧＳＳ 的最新数据已经公开至２０１５ 年，但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并未对外发布，且２０１５ 年的问卷中城市编码规则有所变化，
难以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相匹配，因而正文中并没有使用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事实上，在不需要匹配城市的部分回归中，加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尽管政策规定的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 ６０ 与 ５５ 周岁，但样本统计发现，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
或创业。 另外，延迟退休在我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辽宁省在 ２０１８ 年更是出台政府文件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 因此，本文并
未对受访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重新将男性和女性的年龄分别界定为 ２２ ～ ６０ 以及 ２０ ～ ５５ 岁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续表 １
类别 问卷问题 问卷选项 变量定义
性别认同
您是否同意以下说
法：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１． 完全不同意；２． 比较不同意；３． 无所谓同意
不同意；４． 比较同意；５． 完全同意
当回答为 ４ 和 ５ 时，定义认同
该观念，对应变量取值为 １，反
之为 ０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２）创业。 本文根据受访者在调查时点的工作状况来定义创业，关于个体工作状况的问题见
表 １。 阮荣平等（２０１４） ［１］、陈刚（２０１５） ［２４］使用该数据时将“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和“个体
工商户”均定义为创业，其他则定义为非创业。 考虑到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家庭内部丈夫以及妻子
的创业状况，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自雇型创业更加普遍，因此，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自己是
老板（或者是合伙人）”的回答，并将回答为 ２（个体工商户）的受访者定义为创业者①，对应的变量
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此时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创业的二值变量。 图 ４ 展示了样本的年度创业
情况，本文同样统计了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的创业比例。 可以发现，总体来看，受访者中从事自雇型创业的
比例并不高，均低于 １５％ ，且女性的创业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并
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图 ３　 幸福感　 　 　 　 　 　 　 　 　 　 　 　 　 　 　 　 　 　 图 ４　 创业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３）性别认同规范。 社会规范是一种隐形的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其鲜明的社会制约性不可
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其中，性别认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对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劳
务分工以及幸福感状况都会产生影响。 由于性别认同强调“妻子收入不应该超过丈夫”，因此本文
可以通过对妻子的相对收入进行分析，以判断是否真的存在因性别认同导致的收入扭曲。 妻子相
对收入的定义为：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夫妻双方收入之和）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说明妻子的相对
收入越高，从而性别认同的影响力越小。
基于 ＣＧＳＳ 数据，本文分别用丈夫和妻子的全年总收入来衡量其收入，并由此计算妻子的相对
收入。 图 ５ 展示了妻子相对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②，以相对收入等于 ０􀆰 ５ 为界的两端实线是通过
使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估计所得到的平滑曲线。 可以发现，当妻子的收入开始超过丈夫时，
其相对收入在 ０􀆰 ５ 处存在明显的断点，概率密度显著下降。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相对收入在 ０􀆰 ５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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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受访者自己是老板的比例不足 ３％ ，而配偶群体中是老板的比例更是低于 １％ 。 参考陈刚（２０１５）的做法，本文也
将“自由职业者”视为创业者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期间的每一年，妻子相对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图均呈现出明显的断点，囿于篇幅，这里只呈现了囊括所有
年份的总体分布图。
异常偏高，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对于自雇型创业，如果丈夫和妻子同时处于创业状态，极有可
能属于夫妻共同创业，从而两者的收入难以区分或者在受访时汇报相同的收入，导致妻子的相对收
入等于 ０􀆰 ５，这也是本文剔除夫妻双方同时创业样本的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男女之间相对能
力是连续分布的，如果男女双方都不赞成“男人赚钱应比女人多”，相对收入的分布应该是连续的，
即使女性的平均收入要低于男性，相对收入的分布会右偏而不是存在断点（张正东，２０１７） ［２５］。
图 ５　 妻子的相对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图 ６　 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另一方面，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在封建时代“三从四德”的儒家礼教文
化影响下， “内外有别，男尊女卑” 观念盛行了几千年 （续继和黄娅娜，２０１８） ［１８］，Ｙｅ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 ［２６］则直接以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的虚拟变量代理性别认同
进行了回归分析。 参考其做法，若受访者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该观点，本文将其定义为具有性别认
同观念，对应的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对应的变量取值为 ０。 图 ６ 展示了认同该观念的人数比例的年
度分布。 可以发现，和妻子相对收入分布的结果类似，性别认同观念在我国确实比较严重，尽管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其占比正在逐渐降低，但是各年份的比例都高于 ４０％ 。 不过，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看，
男性更加提倡“男主外、女主内”，其比例均在 ５５％ 以上，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对该观念的
认同感正在减弱。 因此，本文认为，性别认同现象在我国确实存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弱化，
但破除封建传统观念、倡导现代社会规范仍然显得十分必要。
（４）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收入的可能性。 参考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５） ［２７］、续继和黄娅娜
（２０１８） ［１８］的做法，本文依据妻子的实际收入以及其他人口统计特征构造妻子的潜在收入，并由此
计算其潜在收入超过丈夫收入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首先根据妻子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以及
所处地区定义其所处的群组，然后根据妻子所处群组的收入分布构造妻子的潜在收入。 计算方法
如模型（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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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ｗｉｆｅｉ ＝
１
１９∑
９５
ｐ ＝ ５
１ ｜ （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ｐ ＞ 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１）
　 　 其中，Ｐｒｏｗｉｆｅ 表示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为 １９ 个示性函数的平均值。 ｐ 表示分位
数，从 ５、１０、１５ 一直取值到 ９５；ｑ 表示所处的群组；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为妻子的潜在收入分布。 ｈｕｓｂａｎｄ 为
丈夫的实际收入，当 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ｐ ＞ ｈｕｓｂａｎｄｉ 时，示性函数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此时 Ｐｒｏｗｉｆｅ 为介于
０ 与 １ 之间的连续变量，变量值越大，说明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越高。
表 ２ 为妻子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２ 中可
以看出，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４１ 岁，受教育年限仅为 １０ 年。 对于户籍，本文将农业户口定义为 １，非
农户口定义为 ０，女性中非农户籍占比为 ６０􀆰 ７％ 。 此外，根据模型（１）计算出来的妻子潜在收入超
过丈夫的平均可能性为 ２５％ ，这一较低的概率意味着，即便是克服了指标的内生性，妻子收入普遍
低于丈夫收入的现实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认同观念在我国仍然比较严重。
表 ２ 妻子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潜在收入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群组划分标准
年龄 ４１􀆰 ０３８ ２０ ８２
共 ５ 组：２８ 岁以下、２８ ～ ３７ 岁、３８ ～ ４６ 岁，４７ ～ ５５
岁、５６ 岁以上
受教育程度 １０􀆰 ４２４ ０ １９ 共 ４ 组：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户籍 ０􀆰 ３９３ ０ １ 共 ２ 组：农村户籍、非农户籍
所处地区 １􀆰 ６８２ １ ３ 共 ３ 组：东部、中部、西部
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０􀆰 ２４９ ０ １ —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四、 回归分析
１． 基准回归
为了考察自雇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 ＝ １） ＝ Ｇ（α０ ＋ α１ｃｈｕａｎｇｙｅｉｔ ＋ Ｘ′Υ ＋ νｔ ＋ δｉ ＋ εｉｔ） （２）
　 　 其中，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ｔ为受访者 ｉ 在第 ｔ 年的幸福感状况，ｃｈｕａｎｇｙｅｉｔ表示受访者 ｉ 在第 ｔ 年是否创业。
Ｘ 为控制变量向量，参考鲁元平和王韬（２０１０） ［１０］以及 Ｋｎｉｇｈｔ 等（２００９） ［２８］，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年龄
及其平方项、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是党员、宗教信仰、户籍、健康状况和家庭总收入①。 除此之
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 νｔ 和省份固定效应 δｉ。 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表 ３ 列示的是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边际估计结果。 由第 １ 列可知，总体来看，个体进行自雇型
创业对其自身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 值得谨慎的是，该结论可能并不准确，内生性的存在会使
得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一方面，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较多影响幸福感的个体特质，但仍然可能遗漏
了某些同时会对创业与幸福感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幸福状态也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就业与
创业决策，比如李树和陈刚（２０１５） ［２９］研究了幸福感的就业效应，便发现幸福感更高的人由于具有积
极健康的心态，从而拥有更高的就业概率。 因此，借鉴文献中的常用做法，本文采用同一城市以及同
一收入水平条件下，其他人的平均创业水平作为受访者是否创业的工具变量②，对模型（２）进行工
具变量回归来克服内生性问题。 首先，人们一般会受到相同状况群体行为的影响，而且同一城市其
他人创业的比例越高，表明该城市可能越适合创业，从而影响到受访者的创业决策；其次，其他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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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正文中并未汇报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备索。
根据样本收入的统计分布，本文将家庭收入以 ２０％为单位划分为五等份。
否创业是受访者所不能控制的，城市层面其他人的创业也与受访者的幸福感不直接相关。 因此，本
文认为该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表 ３ 第 ２ 列为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其中，未报告的一阶段回归中工
具变量显著为正。 可以发现，此时创业的回归系数仍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说明总体来看，进行自
雇型创业对幸福感并无明显的提升作用。 这一发现明显有别于国外既有文献的结论，即自雇型创
业能够促进幸福感。 本文认为该结果比较符合中国现实，中国人强调成家立业，而自雇型创业往往
属于被动就业，是没有更好就业机会下的选择，难以带来生活福利的大幅改善。 不过，如前文所述，
由于创业活动在不同性别间具有较大差别，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具有很强的性别异质性，因而
只看全样本回归则容易掩盖这种差异，得到误导性或者片面的结论。
表 ３ 自雇型创业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基准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工具变量 自己的幸福感 自己的幸福感 配偶的幸福感
创业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９９２
（１􀆰 ４４４）
丈夫创业
－ ２􀆰 ２６１∗∗∗
（０􀆰 ７２６）
－ ２􀆰 ４２１∗∗∗
（０􀆰 ５２２）
３􀆰 １３０∗∗∗
（０􀆰 ７０５）
妻子创业
３􀆰 ９６１∗∗∗
（０􀆰 ４２１）
５􀆰 １９０∗∗
（２􀆰 ６３５）
－ ３􀆰 ２５３∗∗∗
（０􀆰 ８００）
观测值 ８８５３ ８８５３ ５３９５ ３４３０ ５１７９ ３２２８ ３０２４ ３０１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显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第
１ 列全样本回归的伪 Ｒ２ 为 ０􀆰 ０８１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在表 ３ 的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本文进一步区分性别，即区分丈夫和妻子分别考察创业对其自身幸
福感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丈夫创业显著降低了自身的幸福感，而妻子创业则能显著增
进其幸福感。 由于本文只关注自雇型创业，因而该结果仍然比较符合直觉。 一般来说，男性比较偏
好风险，更愿意追求自我发展式的机会型创业，并不偏好自雇型创业。 相较而言，女性从事自雇型
创业不仅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与鼓励，从中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其灵活的工作时间也可以让她们
同时兼顾到家庭，从而女性更容易获得满足感。 在上文中提到，本文已经剔除了夫妻双方均创业的
样本，但为了更清晰地界定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在表 ３ 的第 ５ 列，本研究进一步删除了
丈夫不创业但妻子创业的样本，这样在有效数据里，仅保留了夫妻双方中只有丈夫创业以及夫妻双
方均不创业的样本，从而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对比性。 结果表明丈夫创业确实降低了自己的幸福感。
同理，在第 ６ 列，本文删除了妻子不创业但丈夫创业的样本。 可以发现，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考虑到丈夫与妻子的工作不仅会影响到自己的满意度，也可能会对配偶的效用产生影响，因
此，本文接下来在表 ３ 的最后 ２ 列又考察了丈夫或妻子创业对其配偶幸福感的影响，得到了有意思
的发现：配偶的幸福感确实会受到受访者自雇型创业的影响，丈夫创业显著提升了妻子的幸福感，
不同的是，妻子创业则显著降低了丈夫的幸福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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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３ 的结果表明，不论是妻子创业还是丈夫自己创业，丈夫的幸福感都会降低。 从丈夫的幸福感出发，家庭中夫妻双方
都放弃创业似乎才是理性选择。 该推论显然和现实情况不符。 事实上，后文的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传统性别认同观念的存在，才
使得妻子创业损害了丈夫的幸福感，这也反映出促进性别平等对于激发人们创业活力的重要性。
２． 配偶幸福感差异的解释
如何解释丈夫或妻子创业对其配偶幸福感的这种完全相反的影响呢？ 在上文中，本文对既有
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性别认同这一特殊的社会规范可能是导致配偶的幸福感存在差异的主要原
因。 因此，本文接下来对其进行详细的验证。
Ｃｈａｎｇ（２０１１） ［２３］发现，性别认同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当个体的行动符合其性别角色时会增加
其幸福感。 也就是说，违背性别认同将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 在表 ４ 的前 ２ 列，本文以妻子的相对
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了自雇型创业对妻子相对收入的影响。 可以发现，丈夫创业会使得妻子
的相对收入显著下降，而妻子创业则会使其相对收入显著增加。 为了深入考察妻子相对收入的变
化是否会导致其收入直接超过丈夫，本文将妻子的相对收入重新定义为虚拟变量，当妻子的相对收
入超过 ０􀆰 ５，即妻子的收入大于丈夫时，该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 回归结果如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所
示。 显然，丈夫创业会降低妻子收入超过其收入的可能性，妻子创业则使其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
增加。 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和性别认同这一机制是吻合的，受性别认同观念的影响，由于妻子创业
会增加其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并对性别认同观念形成挑战，导致妻子创业降低了丈夫的幸福
感，而另一方面，丈夫创业则会使得性别认同更加不容易被违背，妻子也不用承担婚姻稳定性的压
力，从而其幸福感有所增加。
表 ４ 创业对配偶幸福感存在差异化影响的解释：性别认同
变量 妻子的相对收入比 相对收入比大于 ０􀆰 ５ 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 认同“男主外、女主内”
丈夫创业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１）
妻子创业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９）
观测值 ５６２６ ３５６３ ５６２６ ３５６３ ５６３６ ３５６６ ４９２８ ３０４９
Ｒ２ ／ 伪 Ｒ２ ０􀆰 １２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３６６ ０􀆰 ５６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显著；对于第（３）、（４）、（７）和（８）列的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
调整为了边际效应；由于第（１）、（２）、（５）和（６）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的是 ＯＬＳ 回归；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对收入比是基于妻子的实际收入衡量的，而实际收入往往是劳动选
择的结果，并容易反向影响劳动决策，因而该结果会面临内生性的困扰。 考虑到妻子的潜在收入仅
与其人口统计特征相关，而其真实的劳动供给不会影响外生的人口统计特征，因此不会存在互为因
果等问题（张正东，２０１７） ［２５］。 为此，本文采用上文中构造的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收入的可能性
这一外生的指标进行分析。 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数据与变量部分。 将 Ｐｒｏｗｉｆｅ 作为新
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的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所示，ＯＬＳ 估计结果表明，丈夫创业降低了妻子收
入超过丈夫实际收入的可能性，而当妻子创业时，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收入的可能性却显著增
加。 这一结果与使用实际相对收入时完全一致，说明妻子创业确实威胁到了丈夫的地位，从而影响
到了丈夫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不论是实际相对收入还是潜在收入，都是从侧面反映的性别认同，参照 Ｙｅ 和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 ［２６］的做法，本文接下来进一步以受访者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
的虚拟变量来直接代理性别认同，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如表 ４ 的最后 ２ 列所示，结果表
明，丈夫创业会强化其性别认同观，而妻子参与创业活动则弱化了其对“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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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性别认同确实是导致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
解释，正是由于性别认同的存在，妻子创业威胁到了丈夫的地位，从而降低了丈夫的幸福感，而丈夫
创业则使得性别认同更不容易被违背，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妻子为了维持家庭稳定所带来的压力，
提升了其幸福感。
３． 正式制度的影响
性别认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以及非正式制度，往往是对正式制度规范的补充与完善，与
正式制度一起制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 从上文的分析中已经知道，性别认同是导致家庭中夫妻双方
创业幸福感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由此，本文可以推测，受性别认同的影响，妻子为了不损害丈夫的
幸福感以及维持家庭稳定，甚至可能会选择放弃创业，这对于激发社会创业活力、培育女性企业家精
神显然是不利的。 那么，正式制度的完善能否减轻性别认同的影响，提高人们的创业幸福感呢？
本文以王小鲁等（２０１７） ［３０］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度量各省份的正式制度环境，该指数越高，说明
市场化程度越高，制度环境越好。 考虑到我国地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本文根据数据的
统计特征将各省份的制度环境划分为了三组，分别为 ２５％分位数以下的较差地区、７５％ 分位数以
上的较好地区以及处于中间分位数的一般地区。 在表 ５ 中，本文首先考察了制度环境对性别认同
观念的影响，以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来度量性别认同的回归结果如
前 ３ 列所示。 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人们的性别认同观念确实较弱，而在制度环境一
般的地区，人们遵守性别认同规范的概率则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度环境最差的地区，人
们认同“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可能性反而明显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差、市场化程度
低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此时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水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劳动上，而不是恪守性别规范。
表 ５ 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
变量
性别认同观念 丈夫的幸福感
制度环境
较好
制度环境
一般
制度环境
较差
制度环境
较好
制度环境
一般
制度环境
较差
制度环境
－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０）
０􀆰 ３０４∗∗∗
（０􀆰 １１０）
－ ０􀆰 ０９９∗
（０􀆰 ０５１）
妻子创业
－ １􀆰 ３２１
（２􀆰 ８３６）
－ ３􀆰 ５５５∗∗∗
（０􀆰 ６１９）
２􀆰 ６４１
（３􀆰 ７９９）
伪 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７９
观测值 ２１４１ ３９１６ １９２５ ７７５ １２５９ ５９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王小鲁等 ２０１７ 年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
既然制度环境的完善有助于削弱性别认同观念的影响，而性别认同主要是对女性的收入和
行为进行约束，在表 ５ 的最后 ３ 列，本文进一步通过划分制度环境组别考察了妻子的创业活动对
丈夫幸福感的影响。 可以发现，与基准结果不同的是，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妻子创业并不会损
害丈夫的幸福感，而在制度环境一般、性别认同规范强的地区，妻子创业显著降低了丈夫的幸福
感。 该部分的结果表明，正式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减轻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提升人们的创业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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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稳健性检验
上文的分析表明，性别认同是导致自雇型创业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
进一步检验性别认同的解释力，保证回归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１）张正东（２０１７） ［２５］认为，在我国家庭中夫妻间劳动力的分配遵循着比较优势的经济理性，
那么丈夫与妻子的创业活动对配偶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并非源于性别认同，而是与比较优势有关呢？
传统的家庭劳动供给理论指出，如果丈夫在劳动力市场具有赚取更高收入的潜力，那么丈夫便在劳
动力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意味着丈夫将更多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力市场，而妻子将更多的时间配
置到家务劳动上会实现效率和效用的最大化（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１） ［３１］。 依据此逻辑，在妻子具有创业比
较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妻子创业而丈夫不创业便遵循了劳动力分配的比较优势，发挥了夫妻双方各
自的长处，此时家庭的整体效用和彼此的幸福感实现了最大化。 简而言之，当妻子具有创业的比较
优势时，妻子创业夫妻双方的幸福感均应得到满足。
在表 ６ 中，本文以妻子的相对收入大于 ０􀆰 ５ 定义其具有创业的比较优势，考察了当妻子具有比
较优势时丈夫的创业幸福感①。 由前 ２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不论是以实际相对收入还是以潜在相
对收入②定义比较优势，当妻子具有比较优势时，妻子创业显著降低了丈夫的幸福感。 该发现明显
违背比较优势的逻辑，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并不能解释创业幸福感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当妻子
具有创业的比较优势时，亦即其相对收入超过 ０􀆰 ５，从性别认同的角度来看，此时妻子已经违背了
性别认同，其创业活动降低了丈夫的幸福感这一结果也便顺理成章。 除此之外，在表 ６ 的最后 ２ 列
本文还发现，妻子创业对自己幸福感的影响由基准回归的正向显著变成了负向不显著，这同样不符
合比较优势的逻辑，体现的反而是性别认同的影响。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
解释我国家庭中丈夫或妻子创业对配偶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性别认同才是关键原因。
表 ６ 创业对配偶幸福感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其他可能解释：比较优势
变量
配偶的幸福感 自己的幸福感
相对收入大于 ０􀆰 ５ 潜在收入大于 ０􀆰 ５ 相对收入大于 ０􀆰 ５ 相对收入大于 ０􀆰 ５
丈夫创业
－ １􀆰 ８３６
（１􀆰 ９４１）
妻子创业
－ ３􀆰 ０７７∗
（１􀆰 ６７３）
－ ３􀆰 ７１４∗
（１􀆰 ９５４）
－ ０􀆰 ４５７
（２􀆰 １１６）
观测值 ３６８ ７２５ ４５８ ７４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２）对于妻子而言，当受到性别认同规范的影响时，妻子往往会为了家庭和婚姻的稳定而放弃
工作、选择收入更低的工作或承担更多的家务，也就是说，此时妻子更加珍视婚姻的稳定程度。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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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丈夫创业对妻子的幸福感的角度出发，难以有效区别性别认同与比较优势的影响。 此外，性别认同观念主要是对妻
子的行为与收入进行约束。 因而，在该部分本文仅关注了妻子创业对丈夫幸福感的影响。
首先由公式 Ｐｒｏｗｉｆｅｉ ＝
１
１９ ∑
９５
ｐ ＝ ５１ ｜ （ｗｉｆ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ｐ）计算出妻子的潜在收入，然后用该潜在收入除以妻子潜在收入与丈夫实
际收入之和表示潜在收入比，当该比值大于 ０􀆰 ５ 时，妻子具有创业的比较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潜在收入比时，样本量明显
增多，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使用潜在收入的优势所在。
外，对于结婚年限较短的夫妻，离婚成本比较低，婚姻的稳定性不仅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也更容
易破裂，而婚姻年限比较长的夫妻，婚姻生活相对比较牢固，离婚成本也较高。 因而，不同结婚年限
的家庭对性别认同的反应程度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以结婚 １５ 年为界①将样本划分为
结婚年限长、结婚年限短两部分进一步考察了丈夫创业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可以预期，结婚年限越短
的家庭，当性别认同被满足时妻子越容易获得幸福感，而对于结婚年限较长的家庭，性别认同规范对
其的制约将会较小。 回归结果如表 ７ 的前 ２ 列所示，可以发现对于结婚 １５ 年以下的夫妻，丈夫创业
显著提高了妻子的幸福感，而对于结婚 １５ 年以上的夫妻，丈夫创业则对妻子的幸福感无明显影响。
表 ７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妻子的幸福感 丈夫的幸福感 妻子的幸福感 丈夫的幸福感
结婚 １５ 年
以下
结婚 １５ 年
以上
性别认同
观念弱
性别认同
观念强
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
丈夫创业
３􀆰 ８９４∗∗∗
（０􀆰 １５７）
３􀆰 ９８０
（２􀆰 ４２３）
－ ３􀆰 ８２５∗∗∗
（０􀆰 ６００）
妻子创业
－ ３􀆰 ２６５
（２􀆰 ３４６）
－ ３􀆰 ５６９∗∗∗
（０􀆰 ５９０）
３􀆰 ２０７∗∗
（１􀆰 ４０７）
观测值 １５８８ １４２４ １１８２ １４４５ ２５７５ ２５７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显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３）对于丈夫而言，由于性别认同规范的存在，只要其地位受到威胁或挑战，其幸福感就会有
所下降，从而妻子创业会降低丈夫的幸福感。 反过来看，当性别认同规范对人们的影响很弱时，妻
子创业不应该降低丈夫的幸福感。 尤其是我国不同地区对性别认同观念的认同程度存在很显著的
差异性，从平均意义上而言，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性别认同观念稍微弱一些，而相对落后一
些的地区，其性别认同观念更强烈。 可以预期，在性别认同观念弱的地区，妻子创业可能并不会削
弱丈夫的幸福感。 但在性别认同观念强的地区，妻子创业会显著降低丈夫的幸福感。 基于此，本文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性别认同观念强的地区以及性别认同观念弱的地区。 具体操作如下：根据问
卷中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将认同该观念的回答定义
为 １，否则为 ０；然后，将其加总到省份层面，得到省份层面性别认同观念强弱的平均水平；最后，依
据其均值将省份划分为性别认同观念弱的地区以及性别认同观念强的地区。 回归结果如表 ７ 的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所示，很显然，在性别认同观念弱的省份，妻子创业并不会降低丈夫的幸福感，反之则
会显著损害丈夫的幸福感。
（４）ＣＧＳＳ 问卷中还详细调查了受访者的心情抑郁的频繁程度②，而这一指标属于幸福感的对
立面，该值越大表明越不幸福。 因此，本文将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作为幸福感的代理变量，
进一步考察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回归结果见表 ７ 最后 ２ 列。 从表中可以看出，丈夫创业
降低了妻子的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而妻子创业增加了丈夫的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
该结论与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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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婚姻年限以 １５ 年为界是因为该数值更接近婚姻年限的中位数。
在 ＣＧＳＳ 中有关心情抑郁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 本文将回答“总是”以及
“经常”赋值为 １，回答“有时”“很少”以及“从不”赋值为 ０。 其中，２０１１ 年没有该问题。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社会规范中，其不成文的行为准则间接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并对不遵守这些行为的个体做出
相应的惩罚，这种潜在的惩罚无可非议地影响着群体中个人的决策以及主观幸福感。 在我国根深
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作用下，“男主外，女主内”“丈夫收入应多于妻子”等传统社会规范依然深
刻桎梏着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及夫妻关系，而女性创业无疑是对这些观念的挑战，这一挑战不可
避免地威胁着婚姻生活的稳定性，影响家庭成员的幸福感。 而另一方面，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口号提出以来，我国陆续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创业，十九大报告中更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创业对于提升经济活力、培育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 ＣＧＳＳ 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家庭为单位实证
考察了自雇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１．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考察了丈夫和妻子创业对自己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从事自雇型创业降低了
自己的幸福感，妻子创业则提高了自己的幸福感。 当进一步探讨丈夫或妻子创业对配偶幸福感的
影响时，本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丈夫创业有助于提升妻子的幸福感，妻子创业却显著降低了
丈夫的幸福感，即便是当妻子具有创业的比较优势时，丈夫的幸福感也会因妻子创业而降低。 这些
发现明显有别于既有文献，国内外相关文献大都是基于全样本的分析，研究受访者自身受到的影
响，较少讨论性别之间的差异，而且忽略了创业活动对创业者周围人群所产生的外部性。 本文则在
这方面有所创新，有助于全面理解创业活动的微观影响。 为了解释夫妻之间的创业幸福感差异，一
系列的检验表明，以“男主外、女主内”“妻子收入不应该超过丈夫”等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规范是导
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这一发现体现了文化传统和思维观念在创业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凸显
了非正式制度“软环境”影响的重要性，是对主要关注个体和经济因素影响创业的文献的有益补
充。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讨论了正式制度环境的作用，发现制度环境的完善能减轻传统
封建观念的影响，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创业幸福感，该结论既是对“制度至关重要”假说的支持，也为
如何缓解社会规范的制约、提高女性的创业参与提供了参考。
２． 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带来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政府应改善和积极引导社会文化舆论环境，促进性别平等相关政策的制定，弱化非制度性
的传统封建观念对人们的影响。 思想观念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潜移默化性，政府应重视性别平等
教育，从小抓起，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两性平等。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出台具体可行的促进性别平
等的举措，如努力消除阻挡女性从事就业活动的绊脚石，通过制定合理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拓宽女性
的就业渠道，建立并完善促进男女平等的劳动制度和用工环境。
二是政府应重视并完善有关养老、幼儿照料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协助女性在追求自身工作
价值实现的同时兼顾好传统的妇女角色，解决女性创业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渐
放开，具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可能会逐渐回归家庭，孩子照料的现实需求难免会影响到女性的就业和
创业。 因此，托幼机构等体系的建设能够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降低就业和创业给女性带来
的幸福感损失，吸引更多的女性加入到“大众创业”的行列中来。
三是政府应努力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税费负担，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
利的平台，增强企业家的信心，进而激发企业家的发展潜力。 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中美贸易
摩擦不断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应积极完善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力图
减轻企业的经营风险，并培育良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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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企业应消除对女性在职场上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多吸纳女性求职者和提拔女性高管。
既有研究表明，女性企业家和女性高管更侧重内涵式增长，经营和管理企业比较稳健，抵御危机能
力较强，能有效降低企业风险和提升企业价值。 因此，企业本身应支持和鼓励女性员工的发展，并
积极提拔有能力的女性员工，充分发挥女性的优势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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